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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摘要及心得報告(16)

    作者雖提出了政治三維視角觀點，但為了方便，在書中的還是使用「獨裁/民主」這樣傳統的二維區分法用詞，現在有必要面對事實了。因為，政治三維度在組織規模上的微妙差別，雖然看起來也都算是民主制度，但就算是很小的差別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需認真對待。

作者以美國獨立時的13州為例，雖然表面上來看，它們全部都是採用相似的簡單多數選舉制，然而政治制度的運作卻顯著不同。因為憲法上並沒有詳細規定怎麼使用投票權，所以在誰才有投票權和選區畫分方面看似很小的差別，就導致了各州在經濟社會上發展的巨大不同。平均來說北方州發展得比南方州快，人們很容易把這種差異歸因於氣候或奴隸制，然而，紐約大學簡森教授的仔細研究表明，政治制度的差別才是主要推手。正因為各州選舉規則的差異，導致各州從大小不一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產生出大小不一的致勝聯盟，最小的是南卡羅來納州，由8.8%的成年白人男性構成(占總人口的0.9%)，最大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由23.9%的成年白人男性構成(占總人口4.9%)。致勝聯盟占總人口比例愈大的州發展也愈快，因為其領導人必需提供更好的公共建設和公共服務，各州州民收入的高低幾乎與聯盟規模大小直接對應。這個經驗教訓再清楚不過了，儘管名義上各州具有相同的統治規則，但選區劃分和投票權限制對各州政治體系的競爭力，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差別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他的發現不但改寫了我們對早期美國發展史的認識，也能幫助我們認識如何改進當代的民主制度。

    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又是怎麼一回事？當初制定這個制度的目的是要吸引有奴隸的州能加入聯邦，所以要制定保護奴隸制的憲法條款，選舉人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雖然奴隸制已經廢除一百多年了，可是選舉人團制仍保留至今。為什麼改不了，因為政客們正可以利用它來建立一個比直選制下小得多的核心支持者聯盟！為此制辯護的理由是為了保護小州的利益，當然是這樣，那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難道不是更重要的公平原則嗎？於是出現了一位候選人得到了全國多數的普選票，卻由另一人當選的明顯不合理現象！正是這一制度，讓那些在正確的地方受歡迎的候選人有利，他們不必在全國各地都受歡迎！

    再看看移民議題。各國的移民政策有三種型式，第一種移民在新家園很容易成為該國公民；第二種移民被視為外籍工人，雖被接受但不能獲得公民權；第三種是根本不歡迎移民。一個國家採取哪種移民政策就會對相關政治集團的規模產生重大影響。不具公民權的移民擴大了該國無選舉權集團的規模，他們不屬於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當然不可能成為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因此根本不可能影響公共政策。中東的國王制國家最喜歡採用這種移民政策，它們都是一些穩穩的小型聯盟類的國家。如果有任何移民敢鬧事，直接遣送出境就完事了。移民要在日本取得公民權的難度極大，所以他們也沒有能力影響任何的政府政策。在英國，來自過去英聯邦國家的移民很容易進入並獲得公民權，這意味著他們很快就能成為可相互替代者的一員。由於民主國家致勝聯盟的規模至少是間接的與擁有投票權的人數掛鈎，最後就會擴大了致勝聯盟。這個趨勢對政客和原有支持執政黨的選民是不利的，因為會減少他們的回報，注意，執政黨的政策可不是公平的，當然是會偏向惠及支持自己的選民。可是對支持反對黨的選民來說，這可以迫使政府提供對每一個人都好的公共政策，特別是對那些不屬於致勝聯盟的人。

    擴大接納移民成為選民可以促進致勝聯盟擴張到所需規模，也能提升公共政策的質量，可是既得利益集團自然會反對移民，要改變移民政策很難嗎？看看美國，特赦非法移民就是一個可以挑選出在給定時間段中通過工作、納稅、撫養孩子展現生產能力移民的機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潮使美國的致勝聯盟不斷擴大，結果是成就了美國的成功，這不是偶然，其實它正是美國公民權相對容易獲得的直接結果！

    要在第三世界發生有益的變革是最困難的挑戰。貧困、資源詛咒、根深蒂固的獨裁政權都是阻礙，但變革也確實發生過，南非、突尼斯、墨西哥、近期的中東事件等都是例子。變革的發生有兩個源頭：內部的政治動盪和外部的威脅，可是外部威脅在削弱少數改善多數方面成功的可能性要低很多。正如近來中東的事件顯示，有效的變革主要還是要看當地的情況。革命不會發生在自由被剝奪最嚴重的地方，也不會發生在已經有自由的地方，而是在二者之間。

    對人民的壓迫會嚇走遊客，突尼斯的經濟嚴動依賴旅遊業，前總統阿里被迫允許人民享有超出其本意的自由，而遊客無意中成了推動變革的力量。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埃及。任何重大的經濟壓力都會迫使領導人放寬壓迫，只要壓力重到他沒有足夠的錢去收買政治忠誠。組織群眾運動的人雖然知道如何起義，可是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也一樣重要。前面已經分析過了，正確的時機幾乎總是在國家有了一位新領導人、一位病重的領導人或一位破產領導人時。一旦時機合適目標就容易實現得多。移動通訊和互聯網的普及給人民帶來的政治利益遠超經濟利益，人民可以透過這個渠道相互溝通連絡。加納共和國的獨裁者羅林斯就是不情願的自由化改革幫助了他繼續掌權，並成功的轉變為一名好勝的民主領導人，其經過在書中有詳細的說明。由這些案例可知外國援助可以往個人和經濟自由的方向引導，甚至說服獨裁者自由化符合他們的利益。利用外援來建設覆蓋全國的無線網路、為窮人提供移動通訊設備，並詳細說明為什麼如此可使受援國領導人、受援國人民、受援國商業活動、援助國相關廠商四贏的結果。如果還是對有利於自己人民的事說「不」，那這些領導人等於向世界清楚表明自己是頑固不化的獨裁者。如此一來，援助國就可以把資金拿去幫助那些願意接受的受援國。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援助國把資金託管給獨立的第三機構。援助協議中清楚的界定受援國應該達到的標準，如果受援國達到了標準，援助資金才會到位，達不到標準，就把資金退回給援助國。

    最難變革的就是那些自然資源豊富的君主或獨裁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受壓迫，可是他們的領導人和小聯盟成員卻富得流油，出現反對者就殘酷鎮壓。書中詳述了南非轉型成功的原因。

    不要以為允許選舉就是好的變革。面臨風險的領導人常會用欺騙性的選舉，讓外界留下公正公開的印象。然而虛假的選舉不但無法給人民帶來更多的自由，反而加大了統治者的權力。有意義的選舉才是終極目標，而不是為了選舉而選舉。國際觀察員常常把重點放在人們是否能自由前往投票、選票是否能正確統計，好像這樣才是自由公平的選舉。如果事先就禁止了真正的對手參選或偏頗的競選限制條件使對手做不到，那就沒有理由要阻止人們去投票或在統計上作假。選舉應該是在擴大自由之後，而不是把它視為自由的先導。

    一個國家的人民對自由相對享有程度，最終是由其領導人決定的。在痛苦壓迫的世界背後，是由一小撮核心支持者在運作的政府，他們只對能讓他們發財的領導人效忠。自由繁榮的背後則是一個很大的相互可替代者集團、有影響者集團和致勝聯盟。政治及政治制度決定了人們生活的界限，不管什麼制度，統治的鐵律是一樣的，它無法改變。

我們要認清，所謂的「民主」制度就是要做「我們人民」想要的事！民主領導人要傾聽選民的聲音，因為這是他和他的政黨保住執政權必須要做的。所以他要為那些選他的人的「當下利益」服務。至於長遠，那是以後別人要操心的事。如果別的國家政策正好是美國人民喜歡的，那麼其他國家的民主化就是大好的事，當外國對美國的根本利益有威脅時，那最好的辦法就是用盡一切辦法打壓、扼制、制裁，或者讓該國人民處於按美國人民意願辦事的獨裁者高壓統治之下！如果我們假裝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會陷入烏托邦的空想之中。

    每一個依賴小聯盟的政府或組織最終都會將自身的生產力和創業精神消磨殆盡，在自身腐敗和低效的重壓下面對崩潰的風險。在關鍵時機出現時，只要一些簡單的變革就可以改變一切，這就是希望所在。我們已經知道政治運作都是圍繞在可相互替代者集團、有影響者集團和致勝聯盟這三個維度的規模展開。如果能把它們的規模全部擴大，並且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的擴張速度不再快於致勝聯盟，那麼對絕大多數人民來說，為了自己，都會變得更努力、更健康、更富裕、更快樂和更自由。或許我們可以採取一些方案，更快的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或遲或早每個社會都將走向和平富足。一點點的工作加上一點點的好運，這些都有可能更快發生，所有人都將從中受益。



